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年

0 引言
李白与杜甫有着各自不同的创作形式和风格，这源自于二人截然不同的生命际遇和人生体验。长久以

来，对于杜甫与李白诗文创作谁更胜一筹，一直难以得出确切的论断，或者说二者无法得出孰优孰劣结论。
那么这样的结论的依据为何？如果说是时代的具体需要左右着李杜二人成为典范的结果，那么时代的需要
是基于什么层面而存在的，又通过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显示？其背后有着怎样的话语体系？这种时代典范的选
择对于历代诗歌的研究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和作用？结合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前代，特别是宋代对于李杜诗
歌研究的文献和资料为基础，以“象”与“天命”为前引，深入剖析造成李杜二人性格气质以及创作风格差异
的成因，并以儒与道为切入点，通过对儒与道相反相成的生命观和价值观的把握，探究“仙”与“圣”背后的潜
在话语体系和左右李杜成为时代典范的重要原因。
1 前人对于李杜诗研究的相关概述
鉴于李白和杜甫各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气质，可以说很难简单的判断李白、杜甫二者究竟谁的作品

更胜一筹，就像李白被冠以“谪仙”，杜甫被冠以“诗圣”之名一样，这样不同称号的赋予，一定是源于二人不
同的诗歌创作风格、创作方式以及创作观念的差异。当然已晚于李杜千百年的我们，无法感受李杜创作的那
个时代氛围，但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作品进行取样和分析。千年的时光中，免不了有大量的作品亡逸，相比
之下，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李杜作品可谓精品中的精品，可以说更加接近二人的核心观念和风格。“目录之
学，学中第一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说的是假如要做学问，第一步就是要学习目录学，通过目
录学可以比较直观和大体的了解研究对象的数量。[1-2] 在目录学的范畴中，杜甫的集子以及与杜甫作品有关
的书已有近 700种，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家的研究中，其数量首屈一指。南宋有两句关于杜甫注本的话，一句
叫“千家注杜”，就是有一千个人为杜诗作注释；还有一句叫“五百家注韩”，就是有五百个人为韩愈的文章作
注释。从研究的数量上不难发现，在对杜诗作品的研究上，宋代士人可以说不遗余力，这一现象在宋人对李
杜诗歌品评的倾向性上略能窥见端倪，由此也可引出，宋人对于二人诗作的大致倾向和基本时代抉择。
鲁迅认为，要考察某一个时代文学的状态，某一时代文学的风气，最重要的材料并不是那个时代的评论，而

是那个时代的选本。[3]在唐人和宋人对于自己本时代诗歌的取舍方面，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时代风气的交互
影响下，一定会有所不同。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在 20世纪 80年代后有两种版本：一种是 1980年以前出的《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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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诗歌的创作中，犹以“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最为光芒万丈，可以说，李白和杜甫的诗文创作代表并象

征着一个时代，“仙”“圣”之别，体现着李、杜二人对于各自生命轨迹中无形之象的把握和对天命的领悟。 在宋代，人们对

李、杜作品的评价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可以看作是宋人对于唐代诗歌典范的一种抉择。 通过对唐代诗歌典范作品的研

究，可以此为切入点，扩散开去，从点到面，进而普遍地把握一个时代诗歌作品的主基调。 这种对于时代典范的把握，也正

是我们继承和品评前代文学创作时值得借鉴的方法和必须具备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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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唐诗》，一共收集了 11种；第二种是后来经过增补的，变成了 13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现存的《唐人选唐
诗》中只有一种选了杜甫的诗，即晚唐韦庄选的《又玄集》。韦庄在《又玄集》上一共选了 143位诗人、300首诗，其
中杜甫诗有 7首。而在第一部尊杜选本《唐诗类选》中，编者唐人顾陶一共选了 200位唐代诗人、1 200首作品，其
中杜诗至少有 27首，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的。至中唐，杜甫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扩散，顾陶在《唐诗类选》中说唐
代最好的诗人有两个，就是“杜李”。顾陶将杜甫之名放在李白之前，可见中唐已经有了尊杜的倾向。这本诗选在
唐代并非很著名，也并非是官方正统的导向，不为大众所熟知。下限为天宝三年的《国秀集》收录的 90位诗人、
220首诗中连提都没有提到杜甫，这一年杜甫才 33岁，未入长安，故并没有什么名气。《河岳英灵集》下限为天宝
十二年，这一年杜甫 42岁，于天宝三年进长安的杜甫，此时已经 42岁，在长安生活了九年了，但其中选了和杜甫
有过唱和的岑参、高适等人，还是没有选杜甫。由此可见，杜甫身前以及身后的一段时间里，其诗名是不大的，没
有受到诗坛足够的重视，无法被划入一流诗人之类。而李白则不然，且抛开诗评作品不论，就其被玄宗皇帝所青
睐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李白诗在唐代可以说的上是首屈一指的，也在官方体系中，并非杜甫能比。
2 李杜与无形之象及天命使然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玄”的成分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李诗就恰如其分的浸染了这份“玄”的气质，是

杜诗远所不及的。这种“玄”的气质可以理解为古人天命观中的“象”。庄子与李白具有大致相同的气质。庄
子《逍遥游》中出现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等浩荡景象，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
在的，而李诗中“四万八千岁”、“落九天”这样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亦非人所能感受和目及的。实际上，这都是
他们心中的景象，是一种天命的征兆，也就是“象”。李白和庄子对于自己的天命都有着直观的洞察，从而把
握着生命中的变化和余地，把握着天命中的“象”。李白生命中融入着强烈的天命感，这是杜甫所不具备的。
这种天命感是感受到自身生命的深处，与一个世界或者一个世代所发生的隐秘的关系，其临在与身份、地
位、大事无关，是一个世代的尊严。庄子面对梁惠王，面不改色，直言不讳，这是一种天命居留于此的磅礴大
气。这一点在李白身上尤为明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等情节，无不彰显李白天命临
在的从容。李白正是顺应了自己的内心，才不会被尘世中“束缚自己的束缚”捆住手脚，盲目徘徊，从而拨云
见日，身登青云之梯，到游心太玄的境界。
相较于李白，杜甫更倾向于是“奉官守儒”的代表，体现在其拘谨的处世和对于儒家礼教规范的严守。杜

甫在其《述怀》一篇中写道，“麻衣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憋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
这其中俨然描绘出了自己的一副在朝小臣的形象，又如其在《忆昔》中“小臣鲁钝无所能”一句，更是衬托出
典型的“腐儒”的形象特征。或有情绪激昂的诗句，如《狂夫》中的“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老夫狂更狂”只是停
留在凡尘俗梦的纠葛迷茫之中。与李白相比，杜甫始终是混沌的，他并没有目及至属于自己的天命乃至天命
所显现出的“象”，因此倾向于对普通生活以诗为载体的记录，更堪为“诗史”之名。杜甫也不会成为李白，他
自有独特的气质。[3]

杜甫始终在追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对他而言，内在本就有一个已经实现的生命，
会带来宁静、满足、狂喜、平安，然而作为人而存在这样的限制，则成为谦卑的根源，给杜甫带来了浑然如大
地一般凝重沉郁的气质，指引其找到独特的自我，并由此以卑微的道路、伟大的诚实给予所有的渺小者以伟
大的同情，站在地上仰望苍天，被冠以“圣”名。而这也是宋代人所推崇的，毕竟，玄妙脱俗并非轻易可及。
3 儒与道及“仙”与“圣”
3.1 李白与道及“仙”
李白素有“谪仙人”这样的美誉，而李白本人也多以“谪仙”自比，并将此称号作为与自己的气质相吻合

的事物，加以积极地肯定和接受并融入其诗作之中。综合杜甫的《寄李十二白》、孟启的《本事诗》以及范传正
的《新墓碑》等来看，“谪仙人”的称号实际上是贺知章在读了《蜀道难》《乌夜啼》等作品之后，发出的“此诗可
以泣鬼神矣”的评价和赞辞。当然，从历史上看，“谪仙”的称号并不仅仅被用在李白的身上，在李白之前便早
已见诸史册，而在李白之后，如白居易的《酬吴七见寄》中便有“不知有何过，谪作人间仙”一句，乃至宋朝的
苏轼亦有此称呼。可见，“谪仙人”一词作为对优秀人才和超尘脱俗之士的赞词并不罕见。然而，“谪仙”一词
被用在李白的身上，却显得恰如其分，理所应当。“谪仙”所包含的属性，无论是才能上的超越、卓尔不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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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气质、性格上的自由和非拘束性，或是人生经历的曲折性和传奇性，都与李白自然地契合、交融，合为一
体。纵然“谪仙”一词并非为李白所独创，但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内心早已向着“谪仙”的方向微不可查地
倾斜，这也是李白在不断发现和解读自己。从“谪仙”一词的字面上看，“谪”者，贬谪也，用道教的观点来看，
是天上的仙人身犯过失，因罪流谪凡间，而这与李白被从长安放逐的情节似有着细微且隐秘的联系。李白对
“谪仙人”的自我承认，注定了他在朝期间的言论行动向着谪仙式的恣肆、放纵的方向不断发展，进而一步一
步走向被贬谪的命运。李白入朝不到三年就遭到放逐，是否是为了成为“谪仙”，在长安的宫廷里，李白必须
或者说不得不像“谪仙”在天上那样被流谪。这究竟是性格的悲剧，还是命运的使然？要么成为像“仙”无比闪
耀而光辉地存在，要么成为普通人混混沌沌度过一世，这时刻摆在李白的人生必经之路上，不断要他进行抉
择。这种抉择体现为一种巅峰时刻的来临，这种来临是恢宏的、磅礴的、极具生命的穿透力的，也正是通过这
样的一次次契机的来临，李白“谪仙”的气质也不断地积淀、酝酿、发酵，最终喷薄而出，化为一种舍我其谁的
气势。认识和接纳自我实际上也就是一条光明的出路，这条出路与道教的出世之路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
处。但也不尽然，像李白这样的“谪仙”一定是对尘世有所留恋，就像“谪仙”只有被流谪到人间方才被称之为
“谪仙”一样，他的心中注定也常眷念着这片众生伫立的土地，并以此为基点，跃然而上，超尘出世。
3.2 杜甫与儒及“圣”
杜甫享有“诗圣”的雅号，这也与其沉郁顿挫的个人气质极为相符。其中，沉郁指的是诗歌情感的深厚、

内容的广博、意境的雄浑澎湃，顿挫则主要指的是诗歌表情达意抑扬顿挫以及音调声情的曲折有致。
在宋人看来，唐诗犹如一座让人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自北宋初期，宋人下意识地选择一条学习唐诗、

借鉴唐诗的道路，以期在选择性继承的过程中有所突破。贾岛、白居易等优秀诗人被当作创作诗歌的范例学
习，并由此诞生出一系列如晚唐体、白体、西昆体等诗歌体例流传于世。杜甫在宋代诗坛的主导地位主要是
在北宋中期以后所确立，在此期间，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起着关键性的引领作用。王安石在《四家诗选》
中将杜甫排在了首位，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并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诗学理念。
杜甫生活的唐代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时代。儒道佛三家的思想都得到朝廷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和支持，总

体来说，唐代诗人的思想是相当多元且活跃的。杜甫早年间世界观还未完全确立的浪漫幻想时期，曾经一度
醉心于道教的仙丹长生之类，自壮年以后，则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源自他在人生仕途之中屡遭不顺
的困境，因此希望从佛教中得到一点慰藉，但杜甫并非真的有遁入空门的想法。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思想为传统的家庭中，他的一生始终是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的联系。

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与人生，而杜甫也必当是积极入世。杜甫青年时期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诗句生动
形象地展现了其作为一名儒士的精神风貌。在长安的十年间，对人生艰辛和人民疾苦的体察为杜甫确立了
坚定的信念。
3.3 儒与道的互补及其终极使命
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爱，主张在天下推行建立于仁爱之心上的仁政。这种仁爱的思想是自然的，由近及

远、由亲及疏的，符合人的本性，切实可行。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此，杜甫
深以为然，常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显露出来。当杜甫到奉先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幼子已因饥
饿而夭折。悲痛万分，立刻联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他更困苦的人：“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
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一个秋风秋雨之夜，杜甫屋漏床湿，彻夜不得安眠，此时
此刻，他所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思考过程和感情流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分
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精神的具体阐发。[4]因此，杜甫“诗圣”称号中的“圣”字
是基于儒家的思想层面应运而生的，带有儒家爱与仁浓厚的情感色彩。
如此看来，李白和杜甫似乎又是对立的。李白的超越性于道家的契合，正如杜甫的仁爱之心于儒家的切

近一般，这源自于对“道”的解读和价值世界建构上的区别。形而上的道被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而加以确认，实
际上是人类精神自身的完整性与统一性的高度体现，其根本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为我们所身处的物质世界找
到某种产生的来源，而是要通过对源起的追溯为物质世界确立起某种本质的精神，从而带来理性被充分运

34



第 4期

用的可能性，使思想对现实的批判得以贯彻和实现。
儒家由确认“道”之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开始，从对万事万物总体的独特领悟之中，总结出了特殊又普

遍的德行原理，赋予“道”以道德的本质属性，使之成为价值的本源。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道”不仅是存在
的本体，也是道德的本体。在“道”由存在之本源向“道德”转变的过程中，体现着儒家关于人以及人类社会之
理想的价值诉求。儒家对于“道”的解读，实则是一种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在道家那里，“道”仅仅作为宇宙生命之本体的“属性”，作为纯粹的“有”或是“无”而存在。以庄子为例，

“道”成了一种生命的哲学，道的普遍性体现为生命存在的普遍性，生命被平等的赋予一切万物，充分解构了
儒家建立在关于人的“最为天下贵”的观念上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确立了一种以生命本质的真实状态回归
为目的的最高价值理念。[5]

由此看来，儒家将个体对于道德的践履作为寻求“道”，个体价值的必由之路，需要个体积极地介入社会
的公共生活，这是一个向外寻觅的过程。而对于道家来说，道的实质在于个体，在于生命的本身，所以对于自
身生命的洞见以及完善，便成为最高价值本身，这种自我生命的完满是一个向内探索的过程。儒与道表面看
来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二者却是统一的，他们出发的起点都是基于人这一个体，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生
命价值的示现方式和实现方法。同样都是对于自我本源性的叩问，而这也是“仙”与“圣”、李白与杜甫的互
补，是相反相成的。长久以来，世人无法对李杜做出一个孰优孰劣的断论，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因素，而
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李白和杜甫被冠以的“仙”与“圣”之名，相异也相容。时逢盛世，便需要李白
所具有的对于自身的感悟和体察，来达到生命的完满。世道衰落，便需要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存在，去完成
道德的践履，去救世济民，通过道德上的完满，达成个体心灵的安宁与平静。
4 天上无虑的“仙”与地上带来希望的“圣”
如果说唐时杜诗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李诗可以说是久负盛名了。唐代是一个政治、文化宽松且

自由的时代，对传统的儒学有继承也有变通。在开元盛世后，唐王朝的文化达到巅峰状态，这也使得以李白
为代表的“仙质”诗人不断涌现，李诗的出现绝对离不开李唐这一片蓬勃肥沃的土壤，因为没有精神的枷锁，
所以李诗能够凭借其气质中的一缕“仙缘”高高的从尘世中卓越而出，达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无法被模
仿，更无法被超越。
在经历过五代十国的动荡和纷乱之后，宋时文人士大夫一度寻找无法企及唐代诗作的原因，甚至有人

认为，唐人已将五、七言诗歌写尽，无诗可写。宋代人常把“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进行
使用，因为这两句话说的都是怎样对前人留下的优秀作品加以继承，吸收前人的经验为我所用。这种理论的
提出者黄庭坚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初入门者，对此深信不疑，因为这无疑是一个入门的
好方法。当然，黄庭坚进一步认为，“夺胎换骨”只是一个开始，宋代诗人开始写诗的时候，唐诗就已经存在
了，唐诗是他们所面临的文学遗产。一方面，唐诗为宋人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可以加以参考，并且可以模
仿。而另一方面，也给宋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唐诗写得太好了，所有的题材都开拓了，所有的风格都开
创出来了，无论哪个方面，只要联想到唐诗，总会找到这方面的名篇。但是，黄庭坚告诉宋代诗人：“夺胎换
骨”“点铁成金”这种事情，并非只有我们这样做，前人也这样做，杜甫这样做，韩愈亦如是，因此，这是无可厚
非的。黄庭坚提出这样的理论后，宋代的学者、诗论家举出了很多前人的例子，探讨杜甫是怎么做的，韩愈是
怎么做的，他们对前代的那些文献是怎么进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可以说，这样的思考深入人心。所以
在杜诗的注解中，这些注家也就带着这种观念来思考：一句杜诗写得好，它的来源何在？究竟是独创的，还是
对前代的诗“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照这样来，其实偏离诗歌的“道”就越来越远了。宋人的心理是恐惧与
兴奋交织并存的，恐惧的是害怕自己无法独树一帜超越唐诗的心中彷徨，兴奋的是对于唐人诗歌创作的那
一种尊重和信赖之情。在宋人看来，唐诗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证明为最为优秀的诗歌形式，哪怕直接
全盘继承也并没有关系。去把握一件事物最好的方式往往是把这件事物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提炼和升华。
宋人对于杜诗的品评也是这般，杜甫因为“读书破万卷”的声名，被冠以“无一字无来处”的头衔。杜甫更像是
为救宋代诗人于苦难的圣者，杜诗正因为“无一字无来处”这样的说法，给宋代诗作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
使得诗歌的创作更加容易被把握，使得诗歌中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道”以考察典故的形式露出了冰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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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然而也使得诗歌的创作不自觉地走向了“掉书袋”式的模式———书读的多，才能写出更好的诗作。由此看
来，杜甫就像是普度众生者，给宋代诗歌创作者以希望和方向。但这种局面并不是杜甫单方面形成的，而是
宋代诗人与杜甫相互交织形成的。就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虽有“仙”才，却无“仙缘”，长久地伫立在地上世
界，永远抬头仰望“仙”所在的地方。正因为无法证得诗中“道”的部分，所以只能作为地上“有限”的“圣”而存
在，给后代的诗人们不断带来希望。杜诗给宋代诗人提供了速成的捷径，所以杜甫该是“圣”，甚至是“圣”之
祖。李白则不然，就像诗句“手可摘星辰”、“疑是银河落九天”、“又疑瑶台镜”一样，他更加接近于诗中的
“道”，在凡物中窥见非凡事物，“仙”的气息无比纯粹，时代、机缘造就了他的“仙缘”，最终从凡世中飞升而
上，成为世人不断冲击而无法企及的里程碑。
实际上，“仙”与“圣”是宋人对于时代典范的选择。正因为宋人需要杜甫，所以杜甫必须留下，称为“圣”，

救宋人于无法把握唐诗的苦难。宋人对于时代典范的抉择，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其在社会主流思想上的明
确倾向性，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可以说，宋人在唐诗研究中对于时代典范的选择，无
疑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论的指导，通过把握单个具有典范意义的诗人的创作风格与思路，从而间接介入
并把握以此为代表的一系列诗人的作品。这样的时代典范于研究前代文学作品的后代文人而言，无疑是荒
漠中的一汪清泉、沧海中的一轮明月，使得后代的研究有了着力点，有了方向，有了出路。
5 结束语
无论是天上的“仙”，还是地上的“圣”，都无法躲过时代典范抉择的左右。不管是轻盈而上，还是沉着厚

重，都是诗“道”的外显形式，“仙”与“圣”相反相成。正是在这样不断地继承和突破中，才形成了我们所知晓
的宋代唐诗学，而这种对于时代典范的把握，也正是我们于继承和品评前代文学创作时所值得借鉴的方法
和必须具备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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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Poems by Li and Du and the Choice of
Poetry Paradigm in Tang Dynasty
———Taking People of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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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oetry writing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Poetic Genius”Li Bai and “Saint of Poet”Du Fu

were the most shining ones.It can be said that Li Bai and Du Fu’s poetry writing represented and symbolized an
era,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ius”and “Saint”represents the holding of invisible image of their respec－
tive life trajectorie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stiny. In the Song Dynasty, people’s evaluation of Li and
Du’s works had a clear tendency,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choic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paradigm by
people of the Song. Through the study of classic poetries of Tang Dynasty as a starting point to spread out, the
main tone of poetries of an era can be generally identified. The understanding of poetry paradigm is a valuable
method for reference and unique view for inheriting and commenting literary works of previous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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